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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海外科普特人对母国的影响研究

任　 敏
内容提要　 科普特人是埃及最大的少数族群，也是中东最大的基督教群体。自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在纳赛尔国有化经济政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下，科普特人开
始向西方移民，并在埃及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科普特离散社区。迄今
为止，埃及海外科普特人呈现出亟待关注的群体性特征：从人口构成来看，主要以文化
知识水平高、专业技术能力强的男性中产阶层为主；从离散目的地来看，大部分海外科
普特人主要寄居在北美洲、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国家，另有少部分在阿拉伯海湾国家和中
国等地工作、生活；从离散方式来看，海外科普特人所到之处纷纷建立了科普特教会以
维系身份认同和跨国联系；从离散类型来看，科普特人在国际迁徙中形成了文化政治型
和经济交往型的离散群体。海外科普特人虽身居异国他乡，但对母国埃及各领域事务
的关注、参与和影响从未停止，他们一方面通过侨汇、投资、慈善捐赠和旅游与埃及建立
经济联系，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游说参与埃及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海外科普特人通过
社团组织向埃及社会输送新的思想观念，进而推动母国埃及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和社会
文化的交流与更迭。

关键词　 科普特人　 埃及　 离散族群　 母国

一、“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的定义、译法与界定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是由希腊语“ｄｉａ”和“ｓｐｅｉｒｏ”组合而成的复合词。最初，“ｄｉａｓｐｏｒａ”专指诸如犹太

人、亚美尼亚人等“受害者”群体，暗含了一种悲怆与返回（想象中的）故土之意。① ２０世纪末随
着ｄｉａｓｐｏｒａ杂志的创刊，学界关于何为“ｄｉａｓｐｏｒａ”②达成大体一致的共识：现代意义上的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在跨国移民浪潮的裹挟之下，具体指拥有共同民族起源与历史记忆的少数群体，居住
在母国外却又维持与母国的多重跨国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母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影
响。其重点在于虽分散而居，却与母国社会建立某种联系。自２１世纪以来，面对流动性越来越
强的全球社会，学界开始注重“去域化”的全球“ｄｉａｓｐｏｒａ”，逐渐将“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研究与跨国主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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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系２０２０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阿拉伯学术史经典著作《目录》的翻译、注释与研究”（２０ＡＳＳ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感谢
《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ａｆｒａｎ，“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Ｍｙｔｈ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ｎｏ． １，１９９１．

关于“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的释义与分析详见以下研究成果：Ｇａｂｒｉｅｌ Ｓｈｅｆｆｅｒ，“Ａ Ｎｅｗ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Ｓｔｕｄｙ：Ｍｏｄｅｒ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ｏｄｅｒ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 ８，１９８６；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ａｆｒａｎ，“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Ｍｙｔｈｓ ｏｆ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１，ｎｏ． １，１９９１；Ｊａｍｅｓ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９，
ｎｏ． ３，１９９４；Ｒｏｂｉｎ Ｃｏｈｅｎ，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８。



织在一起。① 许多移民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久住寄居地的古典“受害者”群体，而是具有较强流动
性的跨国群体，他们既保持着居住国的身份，又维持与母国的多重联系。一言以蔽之，学界关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的研究从充满悲怆的背井离乡转向了移民带来的正面影响，现代意义上的“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更多意味着一种跨国生存、跨界联系和世界主义的积极维度，其所指涉的群体范围逐渐扩展至
各个行业的移民社群。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作为外来词始于西方国家，关于“ｄｉａｓｐｏｒａ”的译法问题，我国学界常见译法有“流
散”“飞散”“离散”等。我国学者朱敬才将“ｄｉａｓｐｏｒａ”译为“流散”，强调其在全球人口流动背景
下跨境生存的常态化现象，即该群体的主要特征为“流动性”。② 童明将“ｄｉａｓｐｏｒａ”一词译为“飞
散”，指任何在自己传统家园之外生活的人或人群。③ 范可和张康等人将“ｄｉａｓｐｏｒａ”译为“离散”，
其内涵在于与“母国”“家园”等意象紧密联系，并指出离散者与母国的关系如同物理学中的离心
力和向心力，既不会一味靠近，也未曾渐行渐远。④此外，陈志明将“ｄｉａｓｐｏｒａ”译为“流寓族群”，以
强调其“流动”“寓居”跨国联系的特征，并关注在全球化秩序下离散群体与民族国家的关联与互
动。⑤ 笔者认为将“ｄｉａｓｐｏｒａ”译为“离散”为佳，旨在说明离散族群与其母国之间的活动关系。就
此而言，全球化时代下的离散族群不能被视为“拔根”的，其与“故土”割不断的情感羁绊，又与
“他乡”切不断的社会联结终究将其置于二者的跨国场域中，承担着即便生活在寄居国
（ｈｏｓｔｌａｎｄ）却又兼顾着母国（ｈｏｍｅｌａｎｄ）的跨界责任。

聚焦埃及科普特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在迁出地“推力”因素与迁入地“拉力”因素的合力
驱动下科普特人开始向埃及海外迁移。在国际迁移中，科普特人不仅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群体性
特征，而且对母国埃及的影响日益凸显。具体来看，海外科普特人除了直接参与祖国回归运动
之外，大部分科普特人在海外通过回应埃及政治生态、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与母国保
持较为强烈的跨界联结，继而对埃及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影响。与
此同时，海外科普特人规模的扩大，延伸了国内外学界对科普特人的研究范围，并将外迁埃及海
外的科普特人称为离散科普特人（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Ｃｏｐｔｓ）。⑥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关于离散科普特
人的研究仅在相关文章中稍有提及，⑦没有专门的著作或文章对其进行详细深入的考察。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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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将“ｄｉａｓｐｏｒａ”与跨国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成果有Ｌｉｎｄａ Ｂａｓｃｈ，Ｎｉｎａ Ｇｌｉｃｋ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ａｎｄ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Ｓｚａｎｔｏｎ Ｂｌａｎｃ，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ｂｏ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ｃｈ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Ｐｏｒｔｅｓ，Ｌｕｉｓ
Ｅ． Ｇｕａｒｎｉｚｏ，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Ｌａｎｄｏｌｔ，“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２２，ｎｏ． ２，１９９９；Ｔｈｏｍａｓ Ｆａｉｓｔ，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ｓ，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朱敬才：《流散研究的兴起及其基本动向》，载《社会》，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童明：《飞散的文化和文学》，载《外国文学》，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范可：《移民与“离散”：迁徙的政治》，载《思想战线》，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张康：《离散华人族群与祖（籍）国关系变迁述论》，载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转引自段颖：《ｄｉａｓｓｐｏｒａ（离散）：概念演变与理论解析》，载《民族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本文所指涉的离散科普特人具体指自１９５２年以来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具有国际移民经历的埃及科普特人，他们虽在

异国或归化或暂居或活动，却无意或有意地与埃及家乡保持着紧密的情感、物质、文化和政治联结，具有较为强烈的跨国性和流动
性，总体上包含了科普特精英群体、留学生、劳工移民和各个行业的社群。因此，本文对于离散科普特人的界定并非以“国籍”为主要
衡量因素，而是将其置于现代意义上的离散社群视域下考量其不同历史时期的群体形态，以期更加全面地还原其发展概貌，同时避免
将离散科普特人（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Ｃｏｐｔｓ）视为因埃及国内政治和宗教因素而被迫迁移的“受迫害者”的片面西方视角。

我国学界关于离散科普人的研究主要散见于以下研究成果：张燕军：《中东国家建构中的少数族群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
究》，２０１４年第３期；陈天社、彭超：《穆巴拉克时期科普特人生存状况及困境》，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９年第１期；段九州：《庇护主义视
角下的科普特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段九州：《科普特问题和埃及宗教冲突的制度性根源》，载《阿拉伯世界研
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彭超：《埃及剧变后科普特人问题透视》，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学界关于离散科普特人及其组织的研究比较深入，且水平较高。① 但有关离散科普特人的研究多
以科普特人的寄居国为地理空间背景，考察离散科普特人及其后裔的社会适应与融入问题，较少有
专门研究以离散科普特人的母国埃及为地理空间背景，关注科普特离散群体与埃及的联系和影响。
有鉴于此，本研究跳出以往离散研究的寄居国视角，以母国埃及为背景，对离散科普特人的历史缘
起、现状特征，以及对母国埃及的影响进行考察。

二、离散科普特人的历史缘起与现状特征
由于离散科普特人的流动性与分散性，很难追踪到确切的人口迁移数据，只能通过散见于文献

资料和人口普查中的数据尽可能还原其历史演进与现状特征。
（一）离散科普特人的历史缘起与演进
科普特人向埃及海外迁移始于１９５２年纳赛尔革命后。在纳赛尔统治下，埃及当局坚持倡导阿

拉伯民族主义、国有化的经济建设和以“纳赛尔主义”为指导的政治改革。对科普特人而言，包括
埃及土地改革的大规模国有化经济建设和政治改革，剥夺了科普特人的经济来源，挤压了科普特人
的社会发展空间，对科普特人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纳赛尔的国有化改革在城市掀起了高潮，打
击了由科普特人主导的诸如马加尔和摩根巴士公司，以及开罗银行等大型企业，损害了科普特精英
阶层的利益，将上层社会的科普特人推到了向外迁移的边缘，导致科普特社区精英阶层最先移民。
随即埃及社会出现了第一波科普特人向外迁移浪潮，这一过程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达到顶峰。据估
计，在１９６２—１９７５年间移居加拿大的埃及人为５４２７人，其中科普特人为４３９９人。同期，移居澳大
利亚和美国的科普特人分别为４７８９人和３３１４人。② 不仅如此，纳赛尔政府对私营部门的国有化政
策使处于中产阶层科普特群体的商业活动减少，职业机会受到限制。在国有化改革下，大部分科普
特人的私营企业处于休眠状态，迫使数千名科普特中产阶级精英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同时，在纳赛尔的政治改革下，埃及当局取缔了科普特人的政党，使科普特人在埃及政坛的影响力
萎缩。此后，科普特人向海外的迁移持续不断。

萨达特执政后，强调埃及民族的伊斯兰属性，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埃及法律的唯一来源，加之科
普特教会教皇及其继任者与埃及当局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科普特普通民众在埃及的社会地位直
线下降，由此导致科普特人向西方的大规模迁移。据统计，１９７７年加拿大和美国的科普特人数达
到８． ５万人。③ １９８０年北美有９万科普特人，澳大利亚有２万科普特人，西欧也有较小的科普特社
区。④ 随着科普特人在西方社会的聚集，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散居海外的科普特人相继成立了
科普特社团组织，发行科普特人的出版物，强调科普特人在埃及的“所有者”身份。与此同时，部分
海外科普特人激进的政治活动导致其在埃及国内的形象逐渐“污名化”，埃及国内穆斯林将外迁西
方的科普特人视为“西方社会的代言人”，使埃及国内的基督徒少数群体成为穆斯林潜在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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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关于离散科普特人的代表性成果有：Ｌｉｓｅ Ｐａｕｌｓｅｎ Ｇａｌａｌ，“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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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１９８２—２０１１年，穆巴拉克总统与科普特教皇建立“新米勒特”的政治关系，将科普特人置于教

会的保护之外，普通科普特民众被忽视，由此导致科普特人在职业、政治参与以及修建教堂等具体
事宜中饱受歧视。因此，该时期科普特人向海外迁移仍在持续不断。２０１０年，仅在美国的科普特
人数量就达到３５万人，加拿大为１５万人。①也有学者大胆估计，埃及海外科普特人数量远高于官方
的估计数值，甚至高出所有埃及移民的人数。② ２０１１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各国，继突尼斯“茉莉
花革命”发生后，埃及社会爆发了一系列街头示威、游行、罢工等反政府活动，针对科普特人的暴力
活动也此起彼伏，导致“阿拉伯之春”以后科普特人向外迁移的浪潮。据统计，２０１１年以后美国约
有２０万科普特人，加拿大约５万，澳大利亚５万，而科普特人组织宣称实际人数远不止此。③ 此外，
在科威特、英国、法国、南非等国家都存在少量的科普特人社团。
２０１２年穆尔西通过民选上台，穆尔西执政意味着埃及结束了军方代管，使穆兄会登上了埃及

政坛的顶峰。在穆尔西威权主义国家治理行动与穆斯林激进派的作用下，埃及社会针对科普特人
的暴力行动此起彼伏。据埃及媒体报道，２０１２年穆尔西执政时期穆斯林与科普特人暴力冲突事件
达到１１２起。④ 更为重要的是，穆尔西当局无法解决前任遗留下来的经济发展症结，造成该时期埃
及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科普特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部分科普特人离开埃及故土寻求“庇护
所”。据估计，２０１２年居住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的科普特人数量为５３． ３万，但还有学
者估计在美国的科普特人就有６０万人。⑤

表１　 １９６２—２０１２年居住在西方国家的科普特人口数量⑥

时间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英国
１９６２—１９７５年 ３３１４人 ４３９９人 ４７８９人
１９７７年 加拿大和美国共８． ５万人
１９８０年 加拿大和美国共９万人 ２万人
１９９０年 １６万—１８万人
２０１０年 ３５万人 １５万人
２０１１年 ２０万人 ５万人 ５万人
２０１２年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共５３． ５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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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埃及国防部部长阿卜杜·法塔赫·塞西上台，塞西政府致力于加强与科普特人的沟通
与联系，加强与科普特教会的关系，并大幅简化教堂修建等相关事务的审批流程，拓宽了科普特人
在埃及生存的社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普特人因被边缘化而被迫向外迁移的趋势。同时，
塞西政府积极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拓宽埃及人向外迁移的区域，并为埃及人出国工作、留学、生活
等合法迁移建立有效的机制和渠道，许多科普特人自愿到意大利、迪拜、中国等国家工作、学习和生
活。因此，有学者将当代科普特人的外迁行动视为一种积极的“跨国生存战略”。①

总体来看，埃及科普特人迁移离散的发展历程具有阶段性特征：２１世纪以前科普特人主要因逃
避埃及政治和宗教文化环境而被迫迁移，且该时期以科普特精英阶层外迁为主；２１世纪以后随着埃及
国际人口流动频繁，科普特人的外迁行动主要是由经济因素主导的自愿迁移，同时迁移浪潮波及整个
科普特社区。从某种程度上讲，科普特人向西方的移民反映了科普特人对经济机会的把握，以及对埃
及以外地区和国家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同时侧面折射出了科普特人对埃及政治伊斯兰化和阿拉伯
民族主义的恐惧。客观而言，埃及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层面等“推力”因素，与外迁国家良好的
社会条件、自由的宗教文化氛围等“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合力，催生了科普特人离散群体。

（二）离散科普特人的现状特征
通过对离散科普特人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离散科普特人在人口构成、外迁目的地、

类型和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特征。
从人口构成来看，相关研究表明，在居住在海外的科普特人中５５％是男性，４５％是女性，且平

均年龄在４０岁左右。② 在教育方面，如图１所示，８９％的离散科普特人获得了学士及以上学位，其
中４４％为学士学位，２１％为硕士学位，２４％为博士学位。在职业方面，离散科普特人主要由专业技
术人员构成，如医生、工程师、会计师、律师以及其他职业。③ 总体来看，离散科普特人以男性居多，
且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专业技术能力强。

图１　 离散科普特人的受教育情况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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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居目的地来看，全球大部分地区基本都有科普特人的足迹。其中，除了科普特人的故乡埃
及以外，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这三地是离散科普特人最多的地区，另有少部分科普特人分布在亚
洲等地。在北美地区，最大的离散科普特群体生活在美国，科普特人已经成为美国少数族裔群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地区，意大利和英国是科普特人首选目的国。此外，在法国、德国、瑞士等国
家都存在较小的科普特社区。在澳大利亚，多数科普特人集中在悉尼、墨尔本，虽社区规模不大，但
十分活跃。①另外，在阿曼、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阿拉伯海湾国家也有少量的科普特人。除北
美、欧洲、澳大利亚和部分阿拉伯海湾国家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虽不是科普特人外迁首选
的目的国，却是科普特人迁移选择的潜在型迁入国。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政策的实施与推进，孔
子学院等机构大力推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埃跨国企业的建立和多层次的中埃留学生交流，促
使部分科普特人来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在我国的台北、香港、广州和义乌等城市都有科普特教
堂和社区。其中，义乌的圣马可教堂、广州的圣母玛利亚和大天使长米迦勒教堂、香港的圣托马斯
教堂，以及台北的圣马可和圣玛丽教堂归属于统领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和全东亚的悉尼主教区。

图２　 ２１世纪以来离散科普特人在主要国家的分布状况②

从离散类型来看，离散科普特人以文化政治型和经济交往型为主。１９９７年科恩在《全球离散》
一书中提出了离散族群的类型学分析。他根据每一类群体迁移离散的原因将其划分为五大类离散
族群，分别是受难型、劳务型、帝国型、商贸型和文化型。③ 受难型离散指由于政治迫害等因素而离
开母国的群体，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爱尔兰人和非洲黑人等古典离散群体；劳务型离散主要指发
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的国际劳工；帝国型离散产生于殖民扩张时代，主要指从欧洲移居到殖民
地的白人族群；商贸型离散指从母国到世界各地经商的移民，如东南亚的华商和亚欧各地的黎巴嫩
商人；文化型离散族群则指具有共同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的国际迁徙群体，其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
区却以共有的文化与身份意识作为彼此联结的基础。与此同时，科恩认为不同离散类型之间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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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Ｓｅｂａｓｉａｎ Ｅｌｓａｓｓｅｒ，Ｔｈｅ Ｃｏｐｔ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ｅｒａ，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４，ｐ． ７５．
笔者根据维基百科数据绘制而成。“Ｃｏｐｔｉｃ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ｈｔｔｐｓ：／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Ｃｏｐｔｉｃ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Ｃｏｐｔ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ｈｔｔｐｓ：／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Ｃｏｐｔｉｃ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Ｃｏｐｔｉｃ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ｓ”，ｈｔｔｐｓ：／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Ｃｏｐｔｉｃ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ｓ；“Ｃｏｐｔｉｃ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ｓ”，ｈｔｔｐｓ：／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Ｃｏｐｔｉｃ＿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ｓ．

Ｒｏｂｉｎ Ｃｏｈｅｎ，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８．



是迥然有别的，很多离散族群具有双重性，甚至多重性。具体到科普特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科普特
人向海外移民缘于埃及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排挤，催生了散布全球的科普特离散群体。科普特人所
到之处纷纷建立起科普特教堂在当地传播科普特文化和宗教遗产，并以共同的科普特基督徒身份
彼此联结。由此可以看出，科普特人的离散既不属于单纯的政治受难型，也不属于纯粹的文化型，
而是同时兼具政治与文化属性的“文化和政治性离散”（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①类型。值得
注意的是，离散并不总是被迫迁移和流亡的结果。随着现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全球通信
和现代航空旅行的兴起为人口迁移流动创造了条件，由此产生的经济交往型离散族群愈发普遍。
从历史上看，埃及科普特人被边缘化的社会事实确已存在，但并非所有的科普特人都因受到“迫
害”而迁移到海外。实际上，科普特人前往国外并不都是出于政治和宗教文化因素，出国留学、淘
金者大有人在。尤其在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科普特人的移民网络越来越受到全球化商机、求学、就业
等因素影响，呈现出更大范围的再移民趋势，并扩展至亚洲等其他地区，从而形成了经济交往型的
离散群体。如果说文化政治型离散科普特人是基于埃及政治、宗教文化现实被动选择的产物，那么
经济交往型则是科普特人主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从离散方式看，随着海外科普特人规模和数量的扩大，科普特人所到之处纷纷建立了科普特教
会分支机构以维系身份认同与联结。因此，教会是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普特人建立彼此联
系的纽带，是离散科普特人凝聚族群情感的重要场所，也是离散科普特人信仰和价值观最为持久稳
定的载体。正如科普特人所言：“教会就是母亲。”②根据２０００年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全美国约有
１００座科普特正教会教堂，拥有３０万成员，规模最大的科普特社区集中在纽约、波士顿、洛杉矶、芝
加哥等大城市。③ 此外，有数据表明２００８年全球共有４５０座科普特教堂，其中某些教堂的信众来自
２０００多个家庭。④ 另如表２所示，亚洲、欧洲、北美洲是科普特教会分支比较集中的地区，在南美洲
也存在少量正教会分支机构。⑤

通过以上分析与讨论发现，科普特人的离散迁徙并非一个随机过程，其中蕴含着某种潜在逻
辑。换言之，离开埃及的科普特人并不是随意组合，而是在人口构成、外迁目的地、类型与方式中无
形经过“严格筛选”具有跨国迁移和母国影响能力的人。⑥ 具体来看，在人口构成方面，大部分离散
科普特人来自社区的中青年阶层，他们文化知识水平较高、专业技术能力较强，该群体自身所携带
的人力资本为其进行跨国经济活动与实践提供了资源；在目的地选择方面，大部分科普特人倾向于
选择美国等“可渗透国家”（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ｓｔａｔｅ）⑦作为外迁目的地，由此为离散科普特人发起针对母国
埃及的政治游说活动提供了具有弹性的跨国环境；在离散类型方面，大部分居住在海外的科普特人
以政治文化型与经济交往型离散群体为主，他们对于各种政策和动员策略的领会和理解能力较强，
在经济、社会、政治、道德和信息获取方面的力量不可估量，是进行各种跨国活动和实践的主要参与
者；在离散方式方面，教会作为离散社区的社会和精神机构，在维持各地科普特人的身份认同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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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母国埃及威权型的政治构造，大部分离散科普特人分散在诸如美国等民主型的国家中，沙恩将这类现居国称为“可渗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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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母国的社会文化关系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表２　 科普特正教会分支在全球分布情况（２０１６年）①

亚洲 欧洲 非洲 北美洲 南美洲

西奈 奥地利 埃塞俄比亚 美国 玻利维亚

耶路撒冷 比利时 厄立特里亚 加拿大 巴西

黎巴嫩 丹麦 苏丹

日本 法国 利比亚

泰国 德国 突尼斯

新加坡 匈牙利 阿尔及利亚

马来西亚 意大利 摩洛哥

印度尼西亚 荷兰

巴基斯坦 西班牙

中国② 瑞典

瑞士

英国

三、离散科普特人对母国埃及的经济影响
离散者与母国经济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沃布纳所言“散居者的想象力是由一种令人

信服的共同道德责任感构成的，这种责任感体现在物质方面”。③
首先，因离散而产生的离散者对其母国在经济上的巨大贡献是侨汇。④ 就埃及而言，侨汇是埃

及最大的外汇来源。如表３所示，在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埃及成为侨汇汇入排名前列的国家，２０１０年为
１２． ４５亿美元，２０１５年为１８． ３３亿美元，２０１８年达到２８． ９２亿美元。另外，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埃及海外科普特劳务移民的增加使侨汇成为散居各地的科普特人对埃及经济产生关键性影响的
重要方式。其中，最大的汇款来自美国。据估计，埃及人从美国汇回９． ５６亿美元，占埃及人汇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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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彭超：《埃及科普特人研究》，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７年，第１３６页。
中国的科普特正教会主要分布在广州、义乌等内地城市，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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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２８，ｎｏ． １，２００２．
叶小利：《美国的离散者与其母源国的发展———全球化下国际移民与发展关系的重新解读》，载《嘉应学院学报》，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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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近１ ／ ３。① 另有相关研究表明，２００８年居住在美国的科普特人平均每年向埃及汇款４８９０美元，
每月汇款超过４００美元。② 汇款的用途除了促进埃及国内教会和社区的经济发展以外，主要用于
改善埃及侨眷的生活条件、教育和医疗水平。

表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排名前列的侨汇汇入国③ 　 　 （单位：亿美元）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８年

中国 ２３． ６３ 印度 ５３． ４８ 印度 ６８． ９１ 印度 ７８． ６１

墨西哥 ２２． ７４ 中国 ５２． ４６ 中国 ６３． ９４ 中国 ６７． ４１

印度 ２２． １３ 墨西哥 ２２． ０８ 菲律宾 ２９． ８０ 墨西哥 ３５． ６６

尼日利亚 １４． ６４ 菲律宾 ２１． ５６ 墨西哥 ２６． ２３ 菲律宾 ３３． ８３

法国 １４． ２１ 法国 １９． ９０ 法国 ２４． ０６ 埃及 ２８． ９２

菲律宾 １３． ７３ 尼日利亚 １９． ７５ 尼日利亚 ２１． １６ 法国 ２６． ４３

比利时 ６． ８９ 德国 １２． ７９ 巴基斯坦 １９． ３１ 尼日利亚 ２４． ３１

德国 ６． ８７ 埃及 １２． ４５ 埃及 １８． ３３ 巴基斯坦 ２１． ０１

西班牙 ６． ６６ 孟加拉国 １０． ８５ 德国 １５． ８１ 德国 １７． ３６

波兰 ６． ４７ 比利时 １０． ３５ 孟加拉国 １５． ３０ 越南 １５． ９３

其次，离散者对其母国的经济发展贡献还体现在引导居住国社区和教会对母国进行投资与慈
善捐款方面。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内教会得到海外的经济资助，其中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经
济援助④和当地教会的资金支持。此外，相关研究显示，将近２７％的海外科普特人表示愿意在埃及
投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个人房地产等方面。⑤ 与此同时，跨越国界的经济联系
还体现在慈善捐款方面，主要包括善款、衣服、食物、电子产品等实物捐赠。如加拿大科普特援助基
金会（Ｃｏｐｔｉｃ Ａ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于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完成了向在马斯佩罗事件⑥（Ｍａｓｐｅｒ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中受伤的科普特同胞和烈士家属发放食物救济和善款捐助，其中捐赠善款达５． ８万埃磅。⑦ 该组织
还专门设立了节日救助项目，如“复活节肉类配送”服务（Ｅａｓｔｅｒ Ｍｅ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每年在复活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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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ｙｍａｎ Ｚｏｈｒｙ，Ｂａｒｂａｒａ ＨａｒｒｅｌｌＢｏ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ｓｓｅｘ，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２００３．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 Ｂｒｉｎｋｅｒｈｏｆｆ，Ｌｉｅｓｌ Ｒｉｄｄ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Ｃｏｐｔｉｃ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Ｓｕｒｖ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２．

国际移民组织（ＩＯＭ）：《世界移民报告２０２０》，全球化智库（ＣＣＧ）译，第３６页。
陈天社、彭超：《穆巴拉克时期科普特人生存状况及困境》，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Ｍ． Ｂｒｉｎｋｅｒｈｏｆｆ，Ｌｉｅｓｌ Ｒｉｄｄｌ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Ｃｏｐｔｉｃ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Ｓｕｒｖ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ｈｅ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２．
马斯佩罗事件始于２０１１年１０月，由埃及科普特人主导针对上埃及一座声称未经适当许可建造的教堂拆除而引发的示威活动。

抗议者在马斯佩罗电视大楼前静坐遭到埃及安全部队和军队的袭击，导致２４人死亡，２１２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科普特人。
详见科普特援助基金会官网：ｈｔｔｐｓ：／ ／ ｃｏｐｔｉｃａｉ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ｈｔｍｌ．



向社区贫困家庭发放节日鲜肉和糖果等。另外，一些离散科普特慈善精英通过筹集相当数量的慈善
捐款，鼓励离散者在埃及的健康、营养和灾难救助等方面进行捐助，为家乡修建医院、学校和道路等。

最后，除了侨汇、投资和慈善捐款外，离散旅游以一种文化交流的方式建立起新的经济桥梁。
毋庸置疑，旅游业是埃及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不仅能创收巨额外汇，而且能带动埃及社会经济活跃
发展。埃及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设施的完善和项目多样化，吸引了大量海内外游客。据统计，
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埃及入境游客为１４０万人，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达到５５０万人次，①其中也包括离散科普
特人，他们通过回归旅游与祖国保持联系。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埃及移民自由化以后，埃及当局
尝试以各种方式接触海外的移民和离散社区。部分离散科普特人被邀请回到开罗和亚历山大，并
受到总统和第一夫人的接待。回到埃及后，他们游览开罗老城区的科普特博物馆和其他名胜古迹，
并在悬空教堂、圣乔治教堂、凯瑟琳修道院以及其他科普特宗教历史遗迹朝圣。在旅行中，他们品
尝当地美食和购买特产，为当地的旅游发展带来了活力。据统计，在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间埃及财政年
均旅游收入超过７亿美元，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上升为４３． １７亿美元，②创下了历史纪录。２００４年旅游
业再创历史新高，入境游客多达８１０． ３万人次，收入上升到６１． ２亿美元。③

由此可见，离散族群对母国产生的经济影响是多方面的，既表现在通过流向母国的侨汇、善款
改善侨眷家庭和社区的整体生活水平，提高留守成员的消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减贫的作用和
功能；又体现在通过投资、旅游等方式改善埃及的经济环境，增加就业机会，推动母国产业结构的升
级与优化。

然而，离散族群对母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一方面大多数离散科普特人来
自埃及社区的中产阶层，给埃及的汇款通常不会到达社区底层民众的手中。即使发送汇款的离散
群体中有来自埃及农村贫困地区的科普特人，他们对于埃及社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沃特维克也看到了汇款带来的负面影响，指出汇款会引发社区不同民众之间的经济差距，形成一种
经济依赖的文化习惯。④ 在部分科普特人迁出地，离散科普特人长期的跨国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
变着家乡的物质和文化景观，使迁出地与其他科普特社区显示出较大的差异。因此，汇款可能会增
加母国社区民众间的经济差异，加大社区阶层分化。另一方面，大部分科普特家庭将汇款用于日常
开支、住房改善和炫耀性消费，⑤很少用于生产性投资。据笔者调查发现，多数留在埃及的科普特
侨眷家庭将汇款用于购买食物、衣服和耐用消费品，也有少部分家庭用于购置房产、土地等，仅有很
小一部分用于储蓄以及投资生产，使汇款对埃及社区的影响具有一定局限性。

四、离散科普特人对母国埃及的政治影响
离散是一种认同政治的现象，是散居海外少数族群政治诉求的隐喻。⑥ 对于科普特离散群体

而言，主要是个人或组织通过游说方式争取在埃及的政治参与，继而影响埃及的族群政治生态。离
散科普特人在埃及政治实践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但从目前国内外资料和研究
成果来看，离散科普特人对埃及的政治影响多呈现消极发展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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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杨灏城、许林根：《列国志：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０３页。
埃及驻华使馆新闻处：《埃及新闻总署·埃及二十年成就１９８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第１２页。
杨灏城、许林根：《列国志：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０５页。
Ｓｔｅｖｅｎ Ｖｅｒｔｏｖｅｃ，“Ｍｉｇｒａｎｔ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３８，ｎｏ． ３，２００４．
Ｎｉｎｎａ ＮｙｂｅｒｇＳｒｅｎｓｅｎ，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Ｖａｎ Ｈｅａｒ，ａｎｄ Ｐｏｕｌ Ｅｎｇｂｅｒｇ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ｘｕ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ｖｏｌ． ４０，ｎｏ． ５，２００２．
范可：《移民与“离散”：迁徙的政治》，载《思想战线》，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其一，离散科普特激进分子的政治活动激化了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自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离散科普特人建立了诸如美国科普特人联盟、加拿大科普特人联盟等社团组织，
其中部分组织成员成为活跃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激进分子。① 他们努力将自己刻画成诸如犹太人、
巴勒斯坦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的受难型离散族群，并受法老主义思潮与“迫害论”的影响，宣扬与埃
及穆斯林截然不同的民族特性。在此情景下，埃及国内的穆斯林将离散科普特人视为新的“十字
军”，科普特人在埃及的社会地位和处境不断被边缘化和妖魔化，从而激化了埃及科普特人与穆斯
林之间的矛盾。此外，海外激进的科普特游说团体还通过互联网公布埃及国内针对科普特人暴力
事件的相关照片与视频，同时配有煽动性的语言文字，并将科普特人描绘成无辜的受害者，而将引
发暴力事件的罪魁祸首归咎于“穆斯林狂热分子”。在族群分裂气氛的渲染下，埃及科普特基督徒
与穆斯林之间的争执不断升级为族群冲突的暴力事件。由于海外组织的煽动，据统计２０００年的族
群冲突导致１９名基督徒和１名穆斯林死亡，４０多人受伤，且大部分科普特基督徒的房屋和商店遭
到袭击，②暴力事件持续了三天，并蔓延到附近的村庄。不仅如此，美国科普特人协会还将族群冲
突事件解释为埃及政府迫害科普特族群的罪证，并在网络上以“埃及政府鼓励迫害科普特基督徒”
为标题讨论此事。因此，有学者认为离散科普特人是埃及民族团结倡议的一个重大阻碍，在大多数
埃及穆斯林眼中他们是“麻烦制造者”。③

其二，离散科普特人的极端政治诱发了海内外科普特社区的紧张关系。随着科普特人大规模
离散行动的纵深发展，穆巴拉克时期科普特问题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中的关注度陡然提升，
由此推动了科普特问题的国际化。以美国科普特人协会为例，部分在美国的科普特人通过美国报
纸、媒体发布关于科普特人的权益和身份问题的文章，将科普特问题提上美国国会的政治议程，极
力推动科普特人问题的国际化。同时，美国当局也推波助澜，利用人权问题和公民身份问题，并用
经济援助手段干预埃及的族群政策和立场，致使科普特问题逐渐复杂化和国际化。然而，海内外科
普特人的诉求并不一致，埃及科普特人及其教会认为“科普特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科普特人的
问题只能通过本土改革来解决，拒绝西方势力对其进行干涉。教皇谢努达对美国科普特人试图将
科普特人描述为受难型离散族群公开地表示担忧和不满，并强调这些激进分子只占离散科普特人
的一小部分，他们不能代表教会和更广泛的科普特社区，并坚持不使用“迫害”一词。他还直接呼
吁离散科普特群体保持对拥有埃及人身份的自豪感，认为他们应当亲身体验当今埃及的基督
徒－穆斯林关系，并积极参与促进埃及国家利益的活动。相较之下，离散科普特激进分子更加强调
“科普特属性”，而埃及科普特人则强调“埃及属性”的国家团结。④ 在双方诉求不一致的情况下，埃
及国内的科普特人与离散科普特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复杂化且相互怀疑，充满矛盾情绪，诱发了埃及
海内外科普特社区的紧张关系和教派冲突。

当然，离散科普特人的政治活动并不一定都是消极的。在某种意义上，离散科普特人针对母国
埃及的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和埃及族群之间关系的作用。如针对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发生的
马斯佩罗事件，居住在巴黎与维也纳的科普特人对受伤与死亡的同胞表示了声援和哀悼，发布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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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九州：《科普特问题和埃及宗教冲突的制度性根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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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ｉｎ Ｍａｈｊｏｏｂ Ｚｗｅｉｒｉ ｅｔａｌ．（ｅｄ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ｒａｂ Ｍｅｄｉ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ｔｈａｃ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 ８１ － １０１．

王志慧：《埃及申诺达三世时期的科普特人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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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符号或埃及穆斯林和科普特人一起示威游行的照片，并在照片上配上了诸如
“穆斯林和科普特人是一只手”“我是一个反对宗教分裂的埃及人”等标语，①鼓励穆斯林和科普特
人相互团结，强调事件对埃及所有公众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塞西总统上台后在议会中增加科普
特人的比例，放宽科普特教堂建设和翻修的条件，并在节日庆典参加科普特东正教的宗教仪式。塞
西被离散科普特人视为埃及最受欢迎的总统和埃及基督徒的保护者，来自离散科普特人的极端政
治活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促进埃及族群团结、友好发展的政治活动。美国游说团体曾表示：
“我们在埃及争取平等的斗争是和平的。我们从来没有鼓励甚至纵容任何分裂主义的想法，我们
相信埃及是所有埃及人的福地。我们坚信对科普特人有利的就是对埃及有利的，对埃及有利的就
是对科普特人有利的，因为科普特人的过去、未来与埃及不可分割。”②

五、离散科普特人对母国埃及的社会文化影响
离散族群与母国的社会文化发展紧密相关。科普特离散社区是基于社团组织而发展起来的，

因而科普特人往往通过跨国社团组织与母国埃及保持强烈的社会文化联系，由此推动埃及公益慈
善事业发展和社会文化的交流。

离散科普特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建立了科普特孤儿、牧羊人与圣母之光、科普特
援助基金会和多伦多圣玛丽协会等对埃及社会发展影响力较大的慈善救助组织，进而推动母国埃
及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与进步。１９８８ 年成立于加拿大的科普特援助基金会（Ｃｏｐｔｉｃ Ａ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③关注埃及国内科普特贫困家庭、孤儿和寡妇群体，并为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和资金
支持。同时，号召科普特人发挥务实勤劳的优良传统努力开创美好生活。此外，该组织还向科普特
人提供资金贷款，支持小型项目创业，并为科普特青年提供就业岗位等服务。④ 迄今为止，该组织
的救助范围不仅涵盖上埃及各地区，还包括了开罗区和三角洲区等，并将其援助款项延伸至埃及各
个小城镇，其援助范围几乎覆盖埃及全域。据科普特援助基金会官方统计，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
日基金会已经向埃及２０多个地区提供了援助，其中上埃及地区为１４个，其余为下埃及地区和中部
地区。⑤ 美国的“科普特孤儿”（Ｃｏｐｔｉｃ Ｏｒｐｈａｎｓ）组织为埃及国内数以千计的科普特孤儿提供优质
的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该组织还推出了“不孤单”（Ｎｏｔ Ａｌｏｎｅ）和“珍爱女孩”（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Ｇｉｒｌ）计划。其中，“不孤单”计划在埃及的７００多个科普特村庄中为失去父亲的科普特儿
童提供志愿服务和高等教育的奖学金。⑥ “珍爱女孩”项目为埃及国内的科普特女孩和年轻女性提
供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据统计，超过１５０００名科普特女孩和青年女性从该项目中获益。⑦ 澳大利亚
的“牧羊人与圣母之光组织”（Ｔｈｅ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 ｏｆ Ｌｉｇｈｔ，简称ＳＭＬ）为科普特社区的底层民
众提供住房、就业指导和机会。⑧ 此外，成立于２００３年加拿大圣母玛利亚和阿塔纳修斯教会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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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科普特援助基金会官网：ｈｔｔｐｓ：／ ／ ｃｏｐｔｉｃａｉ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白韶璞：《埃及科普特社会组织及发展趋势》，载《世界民族》，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详见科普特援助基金会官网：ｈｔｔｐｓ：／ ／ ｃｏｐｔｉｃａｉ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详见科普特孤儿官网：ｈｔｔｐｓ：／ ／ ｃｏｐｔｉｃｏｒｐｈａｎｓ． ｏｒｇ ／。
详见科普特孤儿官网：ｈｔｔｐｓ：／ ／ ｃｏｐｔｉｃｏｒｐｈａｎｓ． ｏｒｇ ／。
Ｃｏｐｔｉｃ Ｏｒｐｈａｎｓ， Ｃｏｐｔｉｃ ＮＧＯ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Ｃｏｐｔｉｃ Ｏｒｐｈａｎｓ Ｕ． Ｓ． 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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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多伦多圣玛丽协会（Ｓｔ． Ｍａｒｙ’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和２００７年成立的照拂贫困科普特人（Ｃａｒｅ
Ｎｅｅｄｙ Ｃｏｐｔｓ），常年致力于为多伦多和美国的贫困科普特家庭和儿童提供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服
务。更为重要的是，海外科普特慈善组织作为埃及民间救助力量的一部分，通过在居住国学到的成
熟的公益慈善理念和机制，开展志愿服务和慈善活动，为埃及同胞提供理念、技术、资金和知识支持
等，帮助埃及政府在改善科普特社区弱势群体的生存、教育等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推动埃及公
益慈善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表４　 离散科普特人的慈善救助型社团组织①

社团名称 成立时间 分布国家 主要创办人

科普特孤儿 １９８８年 美国 内尔米恩·里亚德

科普特援助基金会 １９８８年 加拿大 萨阿德·加利

牧羊人与圣母之光 １９９５年 澳大利亚 塔瓦·德罗斯

多伦多圣玛丽协会 ２００３年 加拿大 安杰洛斯·萨阿德

照拂贫困科普特人 ２００７年 美国 莱拉·西东姆

不仅如此，海外科普特社团组织将离散科普特人聚集在跨国社会空间内，向母国埃及输送新的
思想观念，进而促进埃及社会文化的交流与更新。从国家层面出发，海外科普特人创建的社团组织
实现了母国埃及与居住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大部分海外科普特社团组织创立于北美、欧洲
等西方国家，组织成员通过社团活动将西方的价值观和多元文化主义观念输送给埃及，继而影响埃
及国内的社会规文化和国民观念。值得注意的是，科普特人的离散行动不仅减少了埃及社区的人
数，而且降低了其在埃及民族文化多样性发展中的潜力。阿拉伯人入主埃及以来，埃及形成了以穆
斯林为主流，其他群体为辅的多族群文化生态环境。然而自１９５２年开始的科普特人的离散外迁活
动，导致了埃及族群文化多样性的流失。基督徒作为中东地区的非穆斯林群体之一，是多元主义的
重要力量。因此，科普特离散群体通过社团组织形式对母国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多元
化的消逝趋势，给埃及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推动了埃及文化的发展。从社会层面出发，在参与
母国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中，海外科普特社团组织将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普特人与埃及科
普特人联系在一起，实现思想、观念、文化、行为的跨界传输与转换，为社区多元化文化景观的建构
创造了条件。如由迈克尔·穆尼尔于１９９６年创立的美国科普特协会（Ｕ． Ｓ． Ｃｏｐ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和肖
基·卡拉斯于１９９２年建立的美国科普特人联盟（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ｐ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积极接触埃及的科普特人
及其社区，强调科普特历史文化在埃及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促进埃及科普特人公民意识、
社区意识和社会文化理念的革新。与此同时，埃及科普特社区获得了新的观念与服务理念，不仅丰
富了科普特社区的多元化公共空间，还赋予社区同伴和亲属为埃及社会文化发展作贡献的能力。
另外，由于科普特离散群体经常迁移，他们视野广阔，能接触到不同族群的文化，更容易接受新思想
和新观念，因而更有可能成为社区文化多元化的推动者，实现社区传统文化和习俗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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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海外科普特人对母国的影响研究

① 笔者根据科普特援助基金会官网（ｈｔｔｐｓ：／ ／ ｃｏｐｔｉｃａｉｄ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科普特孤儿官网（ｈｔｔｐｓ：／ ／ ｃｏｐｔｉｃｏｒｐｈａｎｓ． ｏｒｇ ／）、牧羊人与圣
母之光官网（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ｍｌ． ｏｒｇ． ａｕ ／），以及“科普特孤儿”（Ｃｏｐｔｉｃ Ｏｒｐｈａｎｓ）、科普特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名录（Ｃｏｐｔｉｃ ＮＧＯ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ｙ）、弗吉尼亚州科普特孤儿美国总部（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Ｃｏｐｔｉｃ Ｏｒｐｈａｎｓ Ｕ． Ｓ． － Ｈｅａｄｑｕａｔｅｒｓ）的信息绘制而成。



六、结　 　 语
全球化的发展使跨国移民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常态现象。离散族群是国际移民的特殊群体，同时

兼具移民性和族群性。从历史上看，公元１世纪圣马克将基督教带入埃及，科普特人皈依基督教已有
两千多年的历史。科普特族群及其社区在埃及的处境跌宕起伏，时好时坏。自２０世纪中期以来，纳
赛尔推行的国有化运动打击了由科普特人主导的大型企业，将科普特人在埃及的地位和影响力滑向
边缘，导致科普特人开始向海外移民。迄今为止，在全球化与国际迁移浪潮的裹挟下，因经济和文化
因素迁往海外的科普特人越来越多，并在全球各地聚集形成科普特离散社区。移民海外的离散科普
特人虽身居异乡，但由于其历史、命运和兴衰与埃及大地紧紧相连，①因而理所当然地与埃及家园保
持强烈的联结，进而影响母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随着离散科普特人口数量和规模逐渐扩大，海
外科普特人与埃及母国的关系波澜起伏，伴随着国际社会政治环境和埃及国内外政局的调整而不
断变化。再者，海外科普特人激进的政治活动和游说策略致使科普特问题逐渐国际化和复杂化，因
此，亟须给予埃及海外科普特人一定程度的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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